
海外汉学
【主持人语】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在与本土研究相

关的意义上，这些研究作为汉学家们内在于西方学术传统而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展
开的探讨，在知识论、方法论诸多层面上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认识，无论是作
为学术更新的需要，还是作为更为深层的在当代重建中国文化传统的需要，这些研
究都不乏可资借鉴参照之处。但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因为问题意识、学术传统、资
料择取以及批评方式的转换，也会带来某些偏颇甚或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研究
中进行深入探讨。本栏目收录文章三篇，徐宝峰的《余宝琳诗学思想的哲学路径和
理论旨趣》一文，梳理了余宝琳对中国诗学汉学研究偏谬的深层哲学原因的思考，
即混淆和忽略西方二元论哲学与中国一元论哲学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并沿着这一
思路，分析了余宝琳的中国诗学意象理论及对中国诗歌中讽喻和隐喻问题的讨论；
涂慧的《试论北美汉学家任博克的词体原型结构》一文，分析了以任博克为代表的
北美汉学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时间”概念和主题所进行的细致解读和阐释，认为
通过对任博克词体原型结构的研究，可以从中管窥北美词学研究的谱系承传和中
西文学的话语间隙；韩军的《欧美汉学界中国诗学研究形态学论略》一文，力图依据
欧美汉学界中国诗学研究的特色建立一种形态学的研究格局，从整体和个体两个
维度对之加以深层观照，并以此来为本土研究提供借鉴和参照。（韩军）

余宝琳诗学思想的哲学路径和理论旨趣
徐宝锋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内容摘要：余宝琳认为混淆和忽略西方二元论哲学与中国一元论哲学之间的
冲突与对立是造成中国诗学的汉学研究偏谬的深层次原因，在西学的语境下准确
把握中国诗学思想的精华必须摒弃二元论哲学思想的潜在干扰。无论是余宝琳的
中国诗学意象理论还是对中国诗歌中讽喻和隐喻问题的讨论都贯穿着其对于中西
文学脉络中的差异性意涵的深刻理会。

关键词：余宝琳　中国诗学　哲学路径

余宝琳（Ｐａｕｌｉｎｅ　Ｙｕ，１９４９— ），现任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以下简称“美国学会”）主席，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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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并兼任文理学院院长。余宝琳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
现代欧洲历史与文学且取得学士文凭，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完成硕士及
博士学位。她不仅深谙中、英、德、法四国语言和思想传统，而且在中国诗学问题研
究方面能够自觉采用多种批评方法，以中西诗学对话为指归，在比较互鉴中别开生
面，自成一家之言。余宝琳在中国古典诗歌、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方面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她的《王维的诗：新译及评论》（专著）（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中国诗歌传统中意象的读法》（专著）（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宋词的声音》（主编）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Ｌｙｒ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ａ）、《中国历史的文化与社会》（主编）（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文字：关于中国早期阅读文本中的写作》（主编）（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ｓ：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都在汉学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１９８６年刘若愚去世之后，余宝琳在北美汉学界中国诗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尤其显得
举足轻重。目前，除了台湾台东大学王万象的研究论文《余宝琳诗歌意象论》和《余
宝琳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以及大陆学者王晓路和莫砺锋等少数译介性文章［１］外，还
很少有人对余宝琳的诗学思想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对余宝琳中国
诗学研究的哲学路径和理论旨趣的简单梳理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

最近二十年来，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历经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理论、读
者反应批评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诠释学等阶段，已然进入全球
化跨学科的研究时代。在这种多元共生的理论背景下，怎样跨越社会历史文化的
藩篱，在不同的语境中对文本做出合理且有效的阐发，怎样在跨语际的文本转换之
中，恰切运用不同的文学词汇去传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美感，而不是斤斤
计较于他者视域下的创造性背离，已经成为海外汉学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大
多数汉学家都力图消弭中西文论的差异性，进而汇通东西两种异质性的理论潮流。
但问题在于，一些汉学家在缺乏对于中西哲学文化差距的清晰体认的前提下，对中
国传统文论草率作出的西方式的话语诠释，虽然其间不乏新意，但整体上却显得脱
节、断裂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对此余宝琳指出：

　　一些人在不相关的作家与作品中兴奋地抓住某些在主题或实践方面明显
的契合点，进行平行研究并满意地得出结论：只要其操作是“双向阐发”（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那么这种操作就是富有成效的。另一些人则从展示这种类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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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到去假定某种文学“普遍性”的存在。还有一些人抛弃了机械的个别对个
别的比较，而代之以跨文化的研究，试图将各类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运用到中国
文本中去。［２］

身为美国学会理事会主席，余宝琳较其他汉学家更能够把自己置身于多元的
文化共生体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诸多问题加以反思。余宝琳和她的业师刘若
愚先生一样，坚决反对援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学的问题时，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
相异的方法和标准，她深知汉学研究在将各种西方文学理论运用到中国文学研究
之上时，务必要先了解欧美文学术语在其文化脉络中的哲学意涵，然后才能有效地
植西入中。这种清醒的理论批判来自余宝琳对中西文学理论背后哲学和文学性因
素的深刻体悟。余宝琳认为文论范畴“所基于的一套哲学假定，与欧洲传统中产生
的术语所基于的假定完全不同……他们不同的根形成了不同的关注点”［３］。中国
的文学作品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任何对于中国诗学观念的恰切理解都必须
“从这一文学得以产生的概念、传统及规则相关的知识入手”［４］，否则就不可能获得
对于中国诗学体系的清晰认知，因为：

　　人们对作家、作品乃至文学运动进行个别的比较时，往往会忽略文化臆
断、惯例、具体的文学外部条件，因而这种比较就缺乏说服力，以致没有意义。
从新批评以来的大多数西方文学批评方法，都难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找到相
应的东西。因为这些方法基于完全不同的哲学及文学的先决条件之上。［５］

局限于具体的作家作品乃至某一单一的思潮流派都无法形成一种宏观的文化
态度，而某种批评方法的武断引入更是对于中国诗学思想具体语境生态的干扰和
破坏。在中国诗学研究中，对于诗学思想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和哲学背景的梳理熟
悉是必做的功课。尽管中国诗与西方诗在本质上似乎是相似的，但西方多数汉学
家因为中国文史哲方面理论修养的缺位，在二元论哲学背景下，“倾向于混淆中西
诗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某种想当然的理解完全忽略了传统惯例和世界观对于诗
人行为的影响”［６］。对此，余宝琳毫不留情地指出，因为缺乏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研
究和理论素养，一些西方汉学家混同了中西诗学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们更多地是
“以个人为基础而将中国诗人比较参照于西方诗人加以讨论，阐明预期中中国诗人
‘浪漫的’或‘象征的’惯例，并且相当自然地宣称说中国于公元四世纪时就已经有
了解构的观念了。”他们完全套用西方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把中国诗学“整个饶富变
化的异质传统视为在东西对峙之中彻底同质化的独石巨碑”。他们过于自信地把
“一组挑选过的东亚文本和人物变成为身负重大责任的‘代表’，并将之缩减为一种
已然本质化的文化精华，而这种文化精华又要完全蒙受所谓的文学‘普遍化’标准
之害。而这种标准纯然是西方的那一套观念”［７］。这直接造成了他们在处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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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问题时的偏执和谬误。余宝琳认为混淆和忽略西方二元论哲学与中国一元论
哲学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是造成以上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西学的语境下准确把握
中国诗学思想的精华，必须摒弃二元论哲学思想的潜在干扰。

二

二元论思想肇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西方的“此岸”与“彼岸”的观念，柏拉图
的“现象”和“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及“质料因”等思维，都强调人对客
体世界的绝对把握，到了笛卡尔及其学派（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则进一步强调意识和物质之
间的绝对差异与判然独立，认为思维性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精神实体必然独立于扩延性
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物质实体而存在。笛氏之后的莱布尼茨（Ｌｅｉｂｎｉｚ）及其学派则把世界
分成 现 实 的 和 可 能 的。到 了 康 德，则 指 出 我 们 所 能 认 识 的 只 是 现 象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即经验及可能经验的事物，而物自体（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或本体（Ｔｈｅ
Ｎｏｕｍｅｎａｌ）不可知。余宝琳从模仿论入手，明确指出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这种二
元论取向所造成的西方诗学在主体与客体乃至客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处理上的一虚
一实的明显对应特征。她认为这种哲学思潮把精神的独创性超越于具体的历史范
围之外，必然使基于二元论思维范式基础上的西方诗与诗学本质上隔离内在的与
超验的现实，进而产生诗人身为创造者的想法，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之下，诗人“作为
一个向壁虚构的制造者，此一虚构的事物呈现出具体的现象，却也迥异于可感觉的
世界”［８］。作者往往被看作一种可以戏剧化地模拟自然的先验主体，而这一自然通
过主体的虚构（诗）可以超越内在本质的想象世界。“真实现实与具体现实之间，具
体现实与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分离开来，在西方某些领域，间隔或许会招致非难，
但间隔也确立了生成的可能性、虚构性以及诗人对‘上帝’创造行为的复制。”［９］余
宝琳详细对比了中西隐喻传统以及象征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明确指出这种哲学
观使 “西方的讽喻作家倾向于证明希腊神话拥有更深层的哲学和宗教意味，一种
抽象的、形而上的维度。中国的诠释者认为诗歌字面所呈现的真实价值不是一种
形而上的真实，而是基于现世和历史语境基础上的真实。……西方的教谕文学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通常倾向于展现现世世界的应然状态”［１０］。而对于象征主义
文学传统来说，西方象征主义文学认为诗人能够展现世界的本质存在，因而在创作
中显露出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神化意识，将诗人视为先知、预言家或通灵者。在这种
观念的影响之下，象征主义诗人并不着重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感抒发，而是注意如何
传达个人内心深处的隐秘之处，不管借以表现抽象情感意念的具体物象为何，“诗
人无意向我们提供令人满意的、解析他的诗的有逻辑、因果关系或时间性的‘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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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往往会给我们留下两种理解的可能，即便是这两种可能性理解，其中的一
种也不一定和另一种理解完全相抵触，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任何一种理解做出合适
的结论来自圆其说”［１１］。他们总是希望能穿透现象世界的表层，到达一个本质的、

超验的、完美的彼岸世界，并且能与自己的心灵深处紧密相通。
余宝琳认为中国哲学对那些涉及社会政事治理和个体生存发展的行为活动尤

为关注。人与世界之间的实践性关系始终围绕人的有目的地作用于周围世界的各
种行为活动展开，中国文学更多是对于现世生活的描述，甚至可以近乎理解为对于
历史化的作者真实的个人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处境的言说。与西方二元论哲学传
统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对比性关系不同，中国哲学并
不热衷于探讨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而是更倾向于把人与世界
的关系归结为“天”与“人”之间在人为践履活动中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注重人与自
然万物的相互依存，着重强调天、道自身“莫之为而为之”的本质特征，在整体上呈
现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主客二分”倾向截然有别的“天人合一”特征：

　　固有的中国本土哲学传统赞同一种基本上是一元论的宇宙观：宇宙之原
理或道也许能超越任何个体现象，但是道完全存在于这一世界万物之中，并没
有超感觉的世界存在，在自然存在这一层面上，也不存在高于或与其不同的超
感觉世界。真正的现实不是超凡的，而是此时此地，这就是世界，而且，在这一
世界中，宇宙模式（文）与运作以及人类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１２］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态度，余宝琳在《中国文学的想象世界》（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文中以盘古创世神话为范本，进一步明确指出了
中西诗学在审美态度上存在的差异：

　　中国美学反映了一种整体性（ｈｏｌｉｓｔｉｃ）和关联性（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的世界观，在
这种美学传统下，艺术旨在反映具体（ｃｏｎｃｒｅｔｅ）现象，作家处在一个关系网中，
文学阐释立足并依赖于历史传统。［１３］

余宝琳认为，在中国思想中并没有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论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ｍｉｍｅｓｉｓ）或基督图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ｉｇｕｒｅ）相类似的概念。中国缺乏像犹太基督传
统中的上帝一样的某些神格人物或造物主，西方的上帝不光创造了世界，还为其立
法，而中国文学对于神话的读解更倾向于一种现世的解释而不指向未来的启示或
救赎，类似盘古这样的大神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以立法者面目出现的，提供法则和
意义的重负在中国往往被交付给了历史本身。中国诗学虽然也把呈现超越于感觉
世界中单一物象（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之外的原则（道）作为努力的方向，但并不宣称
去呈现与具体现象迥异的领域，并不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作二分（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处理，
“道”并不是存在于和现世世界（ｔｈｉｓ　ｗｏｒｌｄ）相异的另一层面之上，而是不可分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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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于具体的物象之中。中国诗学在具体的诠释活动中更加重视连续和惯例（ｃｏｎｔｉ－
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更看重先在的传统和形式对批评话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文
本本身从未被看作一种能够脱离语境和传统的自足性存在，而是语境化于提供他
们文学原动力、形式和主题的自然与社会基础之上。虽然中国诗学并非是静态的
和非想象性的，但是中国诗学的诠释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作品不是源自作者虚构性
的想象，而是直接和作者的经验世界相关。

经由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精心理会，余宝琳指出了中国文学自身所具有的
五方面特征：

　　第一，中国文学世界里缺乏一些足以成为文学范本的神人同形的人物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ｅｉｔｙ）；第二，中国人显然不将艺术作品本身视为某些超感
觉现实（ｓｕｐｅｒｓｅｎｓｏｒｙ　ｒｅａｌｉｔｙ）的形象或镜子；第三，中国文学是一种整体观的、
宇宙的单一概念之显示；第四，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是自然生成的，不受任
何超验性外力的干涉和介入。第五，历史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评判参照。［１４］

这五方面特征贯穿于余宝琳的意象理论以及她对于中国诗歌中隐喻和讽喻问
题的讨论之中。

三

中国诗学的意象理论以及对于中国诗歌中讽喻和隐喻问题的讨论最能体现余
宝琳对于中西诗学思想差异性的理解。余宝琳的每一种著述都分别独立成文但又
相互支撑，可以互相编织进彼此的理论框架之中。这不仅表现了余宝琳对于中西
诗学传统差异性的谙熟，也展现出了她对于中国诗学思想的宏观把握能力。

余宝琳１９８７年出版的《中国诗歌的意象读法》一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古
典诗从《诗经》到屈原，到《古诗十九首》乃至唐诗的意象发展脉络，是余宝琳关于中
国诗歌意象理论的主要著作，在汉学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至今尚无人以如
此之权威和说服力，来讨论中西方对意象和意象群理解之差异。”［１５］余宝琳在中国
本身所具有的笺、释、通、疏以及诗话传统中，详细对比了西方的“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和中
国的“意象”概念，认为西方文学意象的摹仿性与虚构性不同于中国诗学意象假定
“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的存在。“我们应该区别中西诗歌意象的不同
点，对西方人士而言，意象就是一种模仿之物、一种描述或是一种装饰，但是在古代
中国，意象则是诗歌自身所特有的记号，读者可以从中引申出比喻、道德或历史等
三种不同的意义。”［１６］取譬设喻作为中国诗歌意象的一个重要功能，非同于西方那
样常常依赖于诗人的创造才能，传统中国诗人自然地接受在诸多对象之中某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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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预设的关系，而不需要去为物象／意象确认意义，中国诗人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
强加于外在的物象之上，因为对大部分的物象／意象而言，这些意义已经存在了，只
需一个感受力强的诗心去赋予它艺术的表现。中国一元论宇宙观使中国的诗歌
“缺少作为实体（ｏｂｊｅｃｔ）的意象和作为再现的意象之间的分离”［１７］。中国诗学传统
中的许多意象，大部分从自然界取材，诗人常常以描写自然景物开始，而他们对自
然景物的介绍也仅止于召唤读者的想象力，它并不关涉与具体世界不同的虚构世
界，或者在可感之物和超验之物中间重新建立对应关系。余宝琳以《诗经》和屈原
的作品为例，指出中国诗人并不致力于建构一个虚构（ｆｉｃｔｉｖｅ）的抽象世界，虚构性
的概念在中国的批评传统中本身并不重要，而且也不为中国的批评家所熟知。“传
统的注疏者并不把《诗经》看作为专为反映某种历史现实或哲学真理而作的虚构性
作品，而将其视作抽取于现实的精确片段（ｌｉｔｅｒａｌ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ｓ），他们并不视诗歌根本
上他属于另一个存在维度，而倾向于揭示他们特别的指涉功能。”［１８］中国诗学更强
调“对于外在刺激的非虚构性反应”（ａ　ｎｏｎ－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１９］，更致力于对于外部历史和现实的描述，致力于在文学惯例中（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进行书写，强调世界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类的关联性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２１］。余宝琳认为中国诗人习惯“关联性思考”（ｃｏｒｒｅｌ－
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两个实体之间的联系，包括诗人自己的情感和身外的自然事物，都
被看作是“预先设立的”（ｐ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关系。余宝琳认为这些关联性的指涉已
经在某种语境中存在，它们为诗人所发现，而非创造出来。对于类似屈原诗中“美
人香草”之类意象的解读，都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之中进行，必须放置在男
女君臣的关系上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就道德传统来说，类似屈原作品的意象设
定展现出的是中国士人情志与政治比附的抒发方式，而这种因道德传统变异衍生
出的中国诗歌的情志性意象又是和具体的历史情境扭结在一起的。因此，准确把
握中国的诗歌意象，必须谙熟中国士人的情志传统。

《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中国文论中
盛行的有关诗的“表现—情感说”的体现。陆机在《文赋》中以其“伫中区”来论述
“缘情说”。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一章中说：“人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
莫非自然。”诗歌在中国传统中被认为是一种诗人对外部世界的文学反应。对此，
余宝琳认为：“《诗大序》在此得以断言，内在的志自然地对应于外在的形式或行为，
诗歌是宇宙和政治秩序的共时性（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反映。我们不应低估这种预设对
于整个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个人和世界之间的无间联系使诗歌揭示感情，成为政
府稳定的指数，充当了教化的工具。”［２２］余宝琳在讨论了阮籍 （２１０—２６３）、陶潜
（３６５—４２７）和谢灵运 （３８５—４３３）诗歌中的意象后认为，他们诗歌中的意象颇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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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化上的联想，都必然需要放置在曹魏与司马氏政权转移以及南北朝历史演进
的基础上予以评判，“抒情和经验的自我完全是一回事”［２３］。崇尚自然的意象读解
一旦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道德的标准就会自然隐现。

余宝琳对于隐喻和讽喻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隐喻和中国诗》（１９８１）（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讽喻，讽喻性和〈诗经〉》（１９８３）（Ａｌｌｅｇｏｒｙ，Ａｌｌｅｇｏｒｅｓｉ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以及《中国诗歌传统中意象的读法》（１９８７）三篇著述中。《讽
喻，讽喻性和〈诗经〉》一文后来成了余宝琳《中国诗歌传统中意象读法》第二章“诗
经中的意象”的雏形。在这篇文章中，余宝琳引述了包括《黄鸟》、《将仲子》、《女曰
鸡鸣》、《相鼠》等大量《诗经》作品，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诗经》多为讽喻之作
的说法。她认为西方的讽喻有三个必要条件：“（一）讽喻基本上是以‘系统叙事’为
主的一种‘虚构文体’；（二）讽喻的标志在于其‘登场人物’是抽象观念；（三）凡讽喻
应有其透明性。”［２４］但是因为中国诗学批评中往往采取历史实证的方法，以史证
诗、诗史互证，以引申出对于物象和意义的关涉，绝大多数的《诗经》作品并不完全
符合西方讽喻的这三个条件，有些诗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有些诗被赋予了较强的
道德旨归，或隐含有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余宝琳认为中国的诗歌与特定的
历史文化背景下的道德传统是息息相关的，不管诗人采用何种隐喻或讽喻的方式，
诗歌背后的诗人人格轨迹都是可以梳理的，不管诗人如何别出心裁，亦总难突破
“引譬连类”的形式规范。余宝琳认为西方的隐喻“是通过给无名之物以名称，而传
达新鲜知识，而使我们得以认知”［２５］。在意义与真实的关系脉络中，“中国的诗歌
意象有别于西方的隐喻，并非关涉与具体世界根本不同的另一世界，或者在可感之
物与超验之物中间重新建立对应关系。这些关联已经存在，它们被人所发现，而非
创造”［２６］。余宝琳认为隐喻与托喻只是一种“西方哲学二元论核心”（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反映，而中国的宇宙论是一元论的，因此在中
国的脉络中是不可能论及隐喻与托喻的。在《中国诗歌的意象读法》中，余宝琳以
大量的篇幅梳理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２５００年以来的文学历史，广泛征引了德
曼（Ｐａｕｌ　ｄｅ　Ｍａｎ）、德里达（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和伽德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等
现代批评家的理论观点，较为精确地界定了隐喻和讽喻这两个西方批评中的重要
概念。她认为以模仿（ｍｉｍｅｓｉｓ）为中心的西方诗学传统对于隐喻和讽喻的解读都
是建基于二元论的宇宙观之上的，隐喻和讽喻隐含着虚构性（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西方的
讽喻性意象体现了“本体的二元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ｕａｌｉｓｍ）［２７］，而隐喻性的意象则体
现了“两个本体相异的领域”（ｔｗｏ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ｒｅａｌｍ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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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宝琳的意象理论、对王维诗歌的译介与评论以及对中国诗歌隐喻和讽喻象
征传统的讨论，都在北美汉学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白
璧微瑕，一些学者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商榷意见，现陈述如下，希望能够成为我们更
为准确理解余宝琳中国诗学研究的哲学路径和旨趣的有益参考。

余宝琳穿梭于中西两大诗学传统之间，对于中西诗学传统的差异性做出了宏
观的比对，对此侯思孟（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ｌｚｍａｎ）指出：“她把一个批评家和另一个批评家
相互比对，而非直接针对诗歌本身的做法，使她的分析变得繁复而模糊，这非常容
易造成她对于所讨论诗歌的原创性视而不见（比如她对于阮籍和谢灵运诗歌的分
析）。”［２９］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Ｍｉａｏ认为，余宝琳“对于单个诗人意象的考察是卓有成就的，她对
于特定诗歌的解读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例如她对于李白五十九首《古风》的读解
就呈现了她广阔的批评视野，但余宝琳对于诗人的引述一般情况下是为了支撑自
己的理论评述，更多情况下，她对于具体的作品的阐释明显不足”［３０］。

Ｋ．Ｐ．Ｋ．Ｗｈｉｔａｋｅｒ则指出了余宝琳一些细节上的失误：“余宝琳第９首引诗
里的‘吴钩’在唐诗里一般指精良的宝剑，而非‘来自吴地的钩子’，因为古代的吴国
以盛产精良宝剑著称。第２７首的‘三秀’并不能翻译成‘有三瓣紫色花的良菌’，因
为‘三秀’是灵芝的别称，一年内开花三次。‘陈粟’应该是指陈年的谷物，而不应理
解为谷物的陈列。第４５首中的‘垂白’应该理解为头发快要白了，而不是白头发快
要掉下来。”［３１］

伊维德（Ｗ．Ｌ．Ｉｄｅｍａ）认为：“余宝琳讨论了中国诗歌传统主流倾向中的诗人
和诗歌作品的主导性特征，并通过将之和西方诗歌传统的主流倾向加以对比，以确
定中国诗歌的基本特性。但是因为过于强调主流倾向，余教授可能会使两个传统
之间的差距绝对化……如果我们留意一些西方文学术语手册并承认基于史实的讽
喻存在，‘讽喻手法’（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和‘语境化’（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并不相互矛盾
而且可以兼容并存。”［３２］

如果说伊维德所言余宝琳的绝对化处理是一种立论策略的话，那么，余宝琳细
节上的失误或许是她选择宏观的诗学研究路径所付出的必然代价。但是不论如
何，视野开阔的余宝琳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宏观地研究中国诗学问题的路径，为汉学
领域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指出了较为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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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２００７ＪＪＤ７５１０７３］“海
外汉学与中国文论”阶段性成果）

注释：
［１］这两篇文章分别为：［美］余宝琳著、曹虹译：《讽喻与诗经》，见莫砺锋主编：《神女之探

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７页；余宝琳著、王晓路译：《间离效果：比较文学与

中国传统》，见王晓路著：《中西诗学对话》，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５５～２７１页。

［２］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５６页。

［３］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５８页。

［４］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０页。

［５］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５６页。

［６］Ｐａｕｌｉｎｅ　Ｙｕ，“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Ｖｏｌ．３，Ｎｏ．２（Ｊｕｌ．，１９８１），ｐ．２０５．
［７］“Ｄｉ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Ｎ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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